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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非關係的第三階段（1966— 

1969）：選擇性互動

全世界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燒，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至帝國主

義國家內的革命鬥爭，都在蓬勃開展。[1]

1965—1966年期間的發展主要包括：隨着美國從「威脅轉向行動」，印

度支那的民族解放戰爭狀態升級 [2]；中蘇意識形態爭端的激化；中國與部分親

西非國家外交關係惡化 [3]；中國未成功召開第二次萬隆式亞非會議 [4]；中國發生

「文革」浪潮。這些促成了中非關係新階段（1966—1969年）的到來。

14.1 民間關係— 「自下而上的統一戰線」

14.1.1 中國與民族解放運動

在蘇聯，他們告訴我們，武器是決定性因素。當我在有中國教官的

伊通比（Itunbi：坦桑尼亞的一個軍事訓練營），他們告訴我決定性因

素是人民。現在我同意中國人的觀點。[5]

14.1.1.1 幾內亞比紹和佛得角

幾內亞和佛得角非洲獨立黨（PAIGC，簡稱幾佛獨立黨）隸屬於葡萄牙

殖民地民族主義組織會議（CONCP），是唯一一個領導層內部沒有嚴重摩

擦的民族解放運動組織。[6] 幾佛獨立黨祕書長阿米爾卡．卡布拉爾（Amilcar 

Cabral）是保證該組織團結的重要領導人。該國其他組織都無法與之匹敵。

因此，在 1966—1969 年，隸屬於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義組織會議幾佛獨立

黨，是唯一一個未出現內部派系主義或分裂破壞，並且進行武裝鬥爭的民族

解放運動組織。到 60年代末，幾佛獨立黨控制了幾內亞比紹三分之二的農村

地區。[7] 在「文革」期間，中國依然通過幾內亞 [8] 和非洲統一組織（OAU，2002

年改組為非洲聯盟）的非洲人國民大會（ANC）向幾佛獨立黨的士兵提供物

質支持以及培訓。

14.1.1.2 安哥拉

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FNLA, 簡稱安解陣）領導層內部的分裂 [9]，其中包

括薩文比（Savimbi）離開（1966年 3月）後組建新組織（UNITA，爭取安

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簡稱安盟），嚴重削弱了該政黨的早期實力。霍爾

登．羅伯托（Holden Roberto）是親西方溫和派 [10]，受到札伊爾（現為剛果）

蒙博托的支持。在霍爾登的領導下，安解陣在 60年代後期與安哥拉人民解放

運動（MPLA, 簡稱安人運）和安盟作戰，而不是積極推動反對葡萄牙殖民主

義的鬥爭。[11] 在此期間，安解陣幾乎沒有對安哥拉的民族解放鬥爭產生任何影

響。[12]1963年 8月，親西方的剛果政府被推翻，另一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

國家贊比亞獨立（1964年 10月），這為 1966年至 1969年期間的安哥拉人民

解放運動提供了新的機會。[13] 到 60年代末，安人運無疑成為安哥拉最進步的

解放運動領頭羊。它賦予安哥拉「民族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的內涵」。[14]

1964年，在與剛果接壤的卡賓達北部飛地， 安人運開始了針對葡萄牙殖

民政權的軍事活動和游擊行動。到 1966年，安人運已經在卡賓達北部和東部

沿贊比亞邊境建立了 20個基地 [15]。然而，安人運的大規模武裝打擊直到 1968

年才獲得進展。在此期間（1966—1968年），安人運也更加重視其領導地位

和組織建設。與此同時，它也在安哥拉鄰近地區（尤其是贊比亞）尋找更多

的基地，以便更容易、更有效地開展游擊行動。1966年，安人運在贊比亞的

允許下，在莫希科省和寬多．庫邦戈省對葡萄牙殖民勢力發動襲擊。[16]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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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月，安人運將其總部從剛果轉移到安哥拉內陸，在那裏開展了一場成功

的大範圍游擊戰 [17]，尤其是莫希科省、寬多．庫邦戈省和羅安達的等戰略地

區。[18] 到 1970年，安人運控制了安哥拉至少三分之一的地區。[19]

與此同時，在國際舞台上，安人運得到了大多數反殖民主義國家的支

持，尤其是埃及、蘇聯和馬里。1971年，其日益增長的國內和國際知名度使

非洲統一組織承認其為安哥拉解放運動的領導者。[20] 在 1966—1968年期間，

安人運致力於加強其政治和軍事地位 [21]，而安盟的戰略以自力更生為基礎，以

農民為主要力量 [22]，並在安哥拉境內開展了積極的游擊行動。也許這就是安盟

與中國 [23] 或「歐洲毛主義團體」[24] 關係更密切並得到更多支持的原因。新華社

的一份報告（1968年 9月 30日）指出：

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安盟）兩年前成立，這一愛國武裝

力量十分重視發動羣眾，加強政治工作，堅持武裝鬥爭。在經歷了過

去兩年的艱難和曲折的戰鬥過程後，他們現在活躍在安哥拉北部和南

部的羅安達、莫希科和寬多庫邦戈地區。[25]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在整個 60 年代的十年裏，儘管安盟似乎得到了

中國更多的關注 [26]，但中國並未 [27] 公開且主動地將本國與某一個安哥拉民族

解放運動聯繫起來，進而反對其他民族解放運動。安人運和安盟都得到了支

持 [28] 和鼓勵，他們的武裝鬥爭在中國的宣傳中獲得了同等重視。[29] （在 1968

年至 1969年期間，葡萄牙花費了 3.02億美元，即葡萄牙軍事預算的 50%，

用於維持其 18萬名士兵的軍事活動。）

14.1.1.3 莫桑比克

同南部非洲其他民族解放運動一樣，莫桑比克解放陣線黨（FRELIMO，

簡稱莫解陣）也曾在過去一段時間內面臨競爭對手。莫解陣內部分裂後，莫

桑比克革命委員會（COREMO）成立。[30] 莫桑比克革命委員會指責莫解陣的

武裝鬥爭過於冒險。[31] 由於無法獲得非洲統一組織的支持或承認，莫桑比克革

命委員會依靠中國獲得直接援助，因此立場親中。[32] 例如，莫桑比克革命委員

會副主席曾宣稱：

八路軍和越南民族解放陣線的路徑是適合非洲的。俄羅斯的路徑是

不正確的—他們一定程度上害怕農民，對他們進行鎮壓和集體化。

中國人必須在農民的堅實支持下才能建立一支人民解放軍隊，他們告

訴我們，我們必須要利用好南部非洲的 3000萬非洲人民。[33]

然而，中國對莫桑比克革命委員會的興趣不大，[34] 它一直以來都是支持莫

解陣，並且認為莫解陣才是莫桑比克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者。[35] 通過坦桑尼

亞，莫解陣在中國對所有葡萄牙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援助中持續獲得最大

份額。[36] 隨着領導層內部的衝突的迅速消失 [37]，到 20世紀 70年代初，莫解陣

在政治和軍事上都逐漸強大。[38] 而莫桑比克革命委員會則逐漸淡出舞台 [39]，在

蒙德拉納生前便逐漸失勢。[40]

14.1.1.4 津巴布韋 /南羅得西亞

在 1966—1969 年期間，津巴布韋成為非洲國家中，中國直接表明支持

其民族解放運動而非其競爭對手的國家。中國公開表示認同津巴布韋非洲

民族聯盟（ZANU，簡稱民盟）的宗旨和目標，反對蘇聯支持的非洲人民

聯盟（ZAPU，簡稱人盟）。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與其說是中國和蘇聯之間

的意識形態爭端愈演愈烈，不如說是民盟以位於贊比亞的游擊隊基地為起

點，成為第一個在津巴布韋 / 南羅得西亞發動全面游擊戰（1966 年 4 月）

的民族解放運動政黨。而在中國訓練過的民盟游擊隊員 [41] 在戰爭中發揮了

主導作用。

人盟譴責民盟的行動是「不負責任的」，是由「極端親華分子」決定

的。[42] 民盟不斷對非法的南羅得西亞白人少數政權進行游擊行動，並進行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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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的抵抗運動。在中國「文革」期間，民盟仍與中國建立聯繫。並於 1966年

初，向中國派遣了第三批游擊隊進行訓練。[43]1969年 1月，一支由八名中國

教官組成的隊伍抵達坦桑尼亞，為津巴布韋民盟軍事組織—非洲民族解放

軍（ZANLA）提供訓練。

14.1.1.5 納米比亞

納米比亞曾被德國殖民統治（直到 1914年），此後一直被南非佔領。納

米比亞的民族獨立運動最初沒有選擇武裝鬥爭作為最終的解放手段，直到南

非當局拒絕遵守 1966年國際法院的裁決，該裁決申明結束南非對納米比亞的

委託統治。[44]

西南非洲人民組織（SWAPO，現名為「納米比亞人組黨」）成立於 1958

年 4月，由薩姆．努喬馬領導。西南非洲民族聯盟（SWANU）在范紐爾．賈

里雷通杜．科宗吉兹的領導下於 1958年 2月成立，是納米比亞民族主義運動

的先鋒。[45] 最初，西南非洲民族聯盟似乎比西南非洲人民組織更激進，更有組

織。中國也支持前者並關注其活動。[46] 中國與西南非洲民族聯盟在第二屆亞非

人民團結會議（科納克里：1960年 4月 11日至 15日）上進行了直接接觸。

會上，科宗吉兹與廖承志（中國）、烏昂迪埃（喀麥隆）、奧吉加．奧廷加（肯

尼亞）、約舒亞．恩科莫（津巴布韋）、艾哈邁德．特利里（突尼斯）、帕特

里斯．盧蒙巴（剛果）共同當選為執行委員會成員。[47]

在亞非人民團結組織（AAPSO）會議上（莫希，1963 年 2 月），中國

的代表對西南非洲民族聯盟表現出相當大的興趣。在會議期間，他們定期與

科宗吉兹進行會談。[48] 在亞非拉丁美洲人民團結會議上（哈瓦那，1960年 1

月），西南非洲民族聯盟公開表達了其親中立場。[49] 它也是公開抨擊蘇聯與美

國「在和平共處的幌子下」勾結的代表團之一。[50] 在這次會議上，科宗吉兹強

烈反對所有不利於民族解放運動目標的決議。[51] 科宗吉兹認為，「帶着這些籠

統的、淡化的所謂『一致』聲明離開這裏是沒有用的」。[52] 與此同時，他認為

武裝鬥爭是解放的唯一有效手段：

非洲的獨立尚未完全實現……因為在我出生的大陸上，武裝鬥爭還

沒有完成。亞洲在用武力趕走帝國主義後才看到和平。除古巴外，拉

丁美洲若沒有武裝鬥爭將永遠掌握在美國手中……[53]

由於激進和反蘇的立場，西南非洲民族聯盟在參加於尼科西亞舉行的亞

非人民團結組織理事會會議（1967年 2月）上被驅逐。[54] 科宗吉兹辭去西南

非洲民族聯盟（1966年 7月），作為對該組織的溫和派領導人的抗議 [55]，但這

卻推動了西南非洲人民組織成為納米比亞民族解放運動先鋒的進程。[56] 西南非

洲人民組織很快得到了非洲解放委員會的認可。[57] 然而，中國從未公開表示完

全認同西南非洲民族聯盟或西南非洲人民組織，因為這兩個政黨都主張武裝

鬥爭，並對中國人民戰爭的成功戰略表示欽佩。1971年 2月西南非洲人民組

織的一位主要創始人在達累斯薩拉姆向哈奇森說到，「我們都讀過毛的作品，

並把它們作為游擊戰的指導手冊。這些書向我們展示敵人的想法，正如我們

了解英國對馬來西亞戰役的描述。如同尊重所有革命一樣，我們尊重中國的

革命並從中學習」。[58] 而中國也同時向這兩個政黨提供了人道和物質支持。[59]

14.1.1.6 阿扎尼亞

正如前文所指 [60]，儘管非洲人國民大會（ANC，簡稱非國大）性質溫和，

但中國的主要關切是看到非國大和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PAC）這兩個

組織因共同目標而團結起來。這在「文革」期間也一直是中國的立場，但實

際上，中國似乎更傾向於激進的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在 1966—1969年

期間，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有兩次派代表團訪問中國，每次都帶回 2萬

美元。[61]

在開羅（1966年 11月），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與八個非洲民族運動

組織（即巴蘇陀蘭議會黨、貝專納蘭人民黨、莫桑比克革命委員會、斯威士

蘭進步黨、西南非洲民族聯盟、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和一個安哥拉政黨）

一道，對蘇聯的贊助舉辦「非洲：民族和社會革命」研討會（1966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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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至 29日），而他們被排除在外做出了回應，並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以示

抗議。聲明批評了蘇聯在民族解放鬥爭中倡導的「和平共處」和「修正主義

路線」。

 「蘇聯政府在非洲革命事務中的利益是由其外交政策需要獲得國際

支持所決定的，其目標是與美帝國主義保持友好關係，並與其建立『神

聖聯盟』，以防止兩個超級大國同時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傳播革

命。」[62]

南非共產黨（SACP，簡稱南非共）對非國大建立溫和的立場發揮了重要

作用。[63] 南非共始終認同蘇聯的和平解放路線。因此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激進行

為被其視為對革命鬥爭的破壞，是那些親中的機會主義者無視了解放鬥爭付

出的代價。南非共曾表示：

 「我國被壓迫人民和一切誠實的革命者，都對中國政府無條件支持

南部非洲某些聲名狼藉的分裂集團感到憤慨。這些集團，包括中國共

產黨在內，眾所周知都是種族主義的、反共主義的，是在破壞解放鬥

爭。中國領導人與這些組織的交往，只能說是暴露了自己是機會主義

者並且缺乏原則。」[64]

在與亞非人民團結組織聯合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上（喀土穆 ,1969年

1月），另外的四個民族運動組織聯合起來 [65]，直接反對蘇聯有關「支持南部

非洲葡萄牙殖民地解放運動國際會議」的提案。[66] 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認

為，蘇聯這項提議的目的是「控制葡萄牙殖民地和南部非洲的解放鬥爭，以

進一步促進蘇聯與美國的合作，最終雙方共同統治世界」。[67] 值得注意的是，

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激進派還強調，中國的解放方式是適用於非洲解

放的，中國和南非人民之間的合作 :

……將持續進行，直到我們的共同敵人和帝國主義，尤其是帝國主

義全球戰略的領導者—美帝國主義，從地球上完全消失。在爭取民

族獨立和世界和平鬥爭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一項不朽的偉大

成就。這對全世界所有的革命者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鼓舞。[68]

14.1.2 中國與亞非人民團結組織

第二次亞非會議未能召開，以及蘇聯對亞非團結組織的影響力日益增

強，這兩個因素導致中國對團結和激進的亞非統一戰線的熱情減弱，轉而支

持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採取堅決行動。在 1966—1969年，中國和蘇聯之間

的意識形態辯論不僅出現在蘇聯贊助的國際組織會議上，在亞非人民團結組

織的會議上也愈發尖銳、直接，充滿對抗性，以至於中國最終抵制出席蘇聯

參加的會議。在 1966年 6月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WCP）會議上，中國

堅持認為對美國及其盟友應該採取抵制行為而不是實施綏靖政策，但這一提

議遭到了反對。[69] 此後，中國再未參加過世界和平理事會的會議。[70]

中國想要制衡蘇聯在世界和平理事會和其他國際組織中的主導地位，唯

一現實和直接的希望，在於亞非人民團結組織的成員中有幾個直接受到殖民

主義、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影響。

除了支持各類國際組織，蘇聯破壞甚至消除中國影響力的努力並未止步

於此，還試圖引導第三世界國家反對中國。但在 1966年 1月亞非團結組織於

哈瓦那召開的的第一次亞非拉會議（三大洲團結會議）上 [71]，會議強烈譴責對

美國及其同盟實施和平共處的路線，蘇聯為破壞中國影響力的嘗試便首次遭

遇挫折。[72] 會議總宣言指出：「……當前的國際形勢正有利於反帝革命鬥爭。

美帝國主義是國際憲兵，也是世界人民的死敵，必須對它進行強烈譴責……

被壓迫民族和人民有權進行人民武裝鬥爭，打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73] 為慶

祝此次會議召開，《人民日報》在 1966年 1月 18日的文章中寫道：


